
第２２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７年４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２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 

郑志锋

（福建中医药大学 思政部，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２２）

［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是将“医疗卫生需要群众”和“群众需要医疗卫生”作为出发点和立
足点，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发动，不断发掘群众力量，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有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真心为群众着想、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并使群众在卫生运动中直接受益，成为撬动群众热情的真正“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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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普遍被认为是群众路线形
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党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为群众谋利益等方面有许多具体做法与经验教训，

从中亦可考察党群或政群关系的双向互动。已有

的相关研究还主要着眼于群众路线在工农武装发

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实践，而对于医疗卫

生领域的专门研究仍付阙如。本文拟对此问题作

一探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是工农红军行军

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且系统的复杂

工作，动员群众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实现基

本医疗卫生保障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和根据

地政权一方面积极宣传发动，另一方面切实维护群

众的健康利益，并逐步形成一定的制度，有力地把

群众纳入红军和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体系中去。

　　一　根据地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观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一方面必

须解决红军士兵的伤病问题和部队卫生，另一方面

要推动根据地的防疫卫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

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同时，根

据地群众的生存与发展也需要医疗卫生工作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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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在根据地的卫生建设过程中，既要争取

群众和依靠群众，也要注意满足群众的卫生需求。

依靠群众，首先是基于对红军发展和根据地建

设与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深刻认识。马克思认为：

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队伍必将随着历史活

动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发展壮大。［１］中国革命的成功

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很好的群众”［２］５７是革

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红色政权初创时期，国民党军四面包围，物资短

缺，给养困难。工农武装割据的给养问题既关系根

据地群众的基本生存保障，其解决又在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群众的支持。在卫生工作中，还要更加突出

群众的主体作用，因为医疗卫生服务既是革命给养

的重要方面，又是群众不可或缺的现实需求。

１．军医方面。在工农红军的初创阶段，以红四
军为例，团卫生队和游击区边界的休养所是为红军

伤病员提供卫生医疗服务的重要机构。在休养所

的设立上，其“唯一的条件要四面有群众组织及武

装的拥护”，［３］８“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
［３］１８－１９已成为红军的共识。１９２９年 １２月，中国共
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了红军后

方医院蛟洋医院的缺点，其中包括“与当地群众关

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

方”。［４］８３１决议要求蛟洋医院应该有计划地纠正缺

点，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密切工农

群众与红军的联系。随着队伍的发展，药品和医生

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利用当地的医生和药材资源

是有效解决部队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出路。［３］８因

此，如何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医疗人才资源是关系

部队医疗卫生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同

时，医疗用品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群众。

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８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
信》明确指出：“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

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

供给与募捐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

系”。［４］４８５这是红军部队对“一切依靠群众”重要性

的较早认识，对解决红军士兵伤病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医疗

卫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医患之间的医务关系，它关

系到工农武装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存亡，甚至关

系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因此，发动群众是红军医

院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１９３２年１月总政治部制
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

为医院政治机关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规范性指导，其

中包括“计划与组织发动地方党、政府及群众团体

对伤病人员的慰劳工作”。群众政治工作也是对医

院工作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０日总
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医院政治工作的训令，针对医院

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最后着重

指出：“必须把医院政治工作的基础建筑到群众中

去，……经过支部来领导群众完成医院的任

务”。［５］１９６可见，即使是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医疗卫

生领域，党和根据地政权依然视群众为重要依托。

２．根据地卫生方面。１９３２年初，闽西、江西富
田等地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其较强的传染性和较高

的致死率 ，［６］引起了党和军队的高度重视。中央

认识到瘟疫将会是一个有可能被忽视却事关苏区

命运和革命发展前途的重要问题，必须发动群众力

量与瘟疫作斗争。１９３２年３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发布第２号训令，号召“强固阶级战争
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训令提出瘟疫问题

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

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尤

其是对于发展阶级战争的力量的损失”。因此，训

令要求“各级政府需领导工农群众来执行这一条例

（《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中各种办法，尤其是

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使工农群众热烈的举行防疫的

卫生运动，使瘟疫不至发生，已发生的迅速消灭，以

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好更有力地向外发展”。
［７］８１“向全苏区内一切污秽和疾病作斗争”成为巩

固苏区和发展苏区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需要苏

区群众贡献出全部的体力与精力”。［５］７１在中央的重

视和推动下，群众卫生工作成为各根据地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如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福建省苏维埃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对内务部目前工作的决

议》将领导群众卫生运动作为内务部的主要工作之

一，提出“加紧领导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深刻去了解

卫生是保护健康的唯一办法”。［５］８０又如湘赣省永新

县苏维埃在同时期通过的《卫生防疫问题决案》中，

群众是卫生防疫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卫生防疫

竞赛的主要参加者，是环境卫生行动的具体行

为人。

根据地政权将群众视为根据地卫生工作的主

体，并通过群众团体，实现了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卫

生工作方针措施与每个工农群众行动的结合。

１９３３年３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
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卫生运动纲要》，纲要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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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运动是广大群众的”，“是靠着工会、贫农团、

少先队、赤卫队、妇女代表会、儿童团、俱乐部、夜

学、小学等等群众团体和机关去动员和广大群众一

齐动手，而不是靠着少数政府人员去做的”。［５］７８在

具体的落实中，群众团体在根据地各区、乡的卫生

宣传、卫生检查、卫生竞赛和评比等各项活动中成

为主要的推行者。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卫生管理

局的卫生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要使每个城市的

群众团体能够了解卫生知识，而且要使这些群众团

体成为在群众中起卫生教育的核心作用”。［５］１２６在

永新县苏维埃以区乡为单位举行的卫生防疫竞赛

中，“由县苏卫生部按期订出竞赛条约颁布各乡群

众团体执行，定期检阅评判”。［５］８３群众团体在根据

地群众性卫生运动中既是桥梁也是主体。

　　二　“群众化的方式”中不乏制度化的倾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化的方式”已成为一

种重要的工作方法。群众运动的表现形式，被认为

可能“以民主的形式颠覆理性的制度安排”。［８］２４４但

在当时医疗卫生工作中，群众动员却表现出了一定

的制度化倾向。

１．军队卫生制度方面。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颁布了《连一级卫生勤

务（卫生员工作大纲）》，从总则到具体的卫生行政

工作规定都涉及群众问题。在工作性质与定位上，

大纲明确“卫生工作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必须是用

政治鼓动说服精神十分耐烦的深入在群众中去工

作，使每个群众都能了解卫生的意义，自动的讲求

卫生”。［９］１４在卫生行政工作的第一条规定，对于上

级卫生机关的指示和文件必须“发动群众彻底的全

部执行”。在卫生教育上，要 “适合群众的兴趣”。

在卫生宣传上，要善于“组织群众”。同时颁布的

《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规定：“要用突击式的、个

别的深入的谈话与考察中取得全体群众所能供给

的材料，要以客观的事实去分析与判断各种现

象”。［９］１９因此，大纲所设计的巡视问题中突出了对

群众的关注。如：“卫生员是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

泛的号召群众起组织性的进行卫生工作？”“群众对

卫生情绪怎样？能否注意卫生？”“党团员在群众中

作用怎样？”“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样？是否有脱离

群众的事？”［９］２０－２１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卫

生工作与群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卫生工作离不开群

众的支持；群众的也离不开卫生工作的保障。

２．根据地卫生制度方面。１９３２年３月，《苏维

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规定 ：“防疫范围以区为单

位由区政府领导各乡群众团体执行”，从环境卫生

清洁到传染病的处置再到饮食卫生的注意等具体

问题，大多是以群众作为主体。群众防疫的实现，

关键是要提高群众的认识。因此，条例最后将群众

性的卫生宣传作为各级政府和红军卫生机关的重

要工作内容。为了推动防疫条例的具体落实，《苏

维埃暂行防疫条例》专门附录了《卫生运动指导员

工作纲领》。纲领将群众团体人员作为卫生运动组

织领导的基本力量，并以具体的家庭户作为落实的

基础，“凡城市、圩镇须组织卫生运动组以十家至十

五家组合组织，公推组长一人，管理并监督本街本

组内的卫生事项”。［９］１４２－１４３《卫生运动纲要》专列

“群众应该怎样讲卫生”一目，从疾病的来源和卫生

的方法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技术指导，并提出了群众

卫生运动的组织、宣传、卫生竞赛、卫生运动日、卫

生检查等做法。《纲要》最后指出，苏区的卫生运动

是依靠广大群众一齐动手，“不是单单靠着少数政

府人员去做的”；卫生运动的方式“是要依据每时每

地的实际情况去做具体的布置与切实的行动，而不

是依靠官僚主义的一纸通令或一个决议案的”；卫

生工作的落实“是靠着普遍的与经常的宣传鼓动，

使群众了解高兴，自己动手，而不是靠着强迫和命

令”。［５］７０－７８

在党和根据地政权的宣传发动和一系列条例、

制度的规范指导下，根据地群众有组织、有秩序地

参与到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去，成

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一支重要

力量。

　　三　群众参与医疗工作的广泛性及显著的
成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根据地政权在扩红优
红、生产支前、查田土改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群

众动员。在医疗卫生工作领域，生命健康的正相关

和救死扶伤的道德性，使群众的参与面更加广泛，

参与成效更加显著。

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医生

不足，药品短缺，伤病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广大群众的鼎力支持。首先是许多民间的医务

工作者被动员起来加入到红军和根据地的医疗卫

生工作中来。如闽西的傅连賞，“一位享有声誉、过

着优裕生活的基督教会医院院长，却自愿过着艰苦

生活和冒着生命危险”，［１０］１为党和红军的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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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又如闽东苏区很多私人

开业医生被动员起来为红军服务，他们不顾个人安

危，长途跋涉，为分散在群众家中的伤病员进行及

时的救治，有的甚至因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１１］３３１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医院无论到哪里

都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损坏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

的利益，还要经常解决群众中无劳动力的生活问题

或疾病问题，也从群众中实习些生活经验或学习土

办法治病。这样互相帮助和学习，到敌情紧张时，

群众会主动帮助转运伤兵或做掩护工作”。［１２］３１２因

此，虽然没有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普通群

众也被广泛动员起来，力所能及地支持红军医院的

诊疗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１．为红军医院的创办添砖加瓦。在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红军部队的后方医院大多是利用农村根

据地民房因地制宜建立起来的，这离不开当地群众

的慷慨付出。如闽西蛟洋医院的建立就是选取了

“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群众觉悟比较高，跟党和

红军有深厚的革命感情”的地方作为红军医院的驻

地。设立红军医院的消息一传到蛟洋，“全村的干

部、群众立即行动了起来，有的准备米菜，有的送来

柴火，有的安置床铺。他们腾出了七座平房，打扫

得干干净净，把门板、木板放在木椅子上搭成床铺

再加铺几寸厚的干稻草。木板不够，就把稻草铺在

地上。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只等亲人到来”。［１３］１３０

２．协助处理医院杂务。红军医院人手紧张，医
院的其他杂务大多是靠当地群众的热情参与。“他

们上山砍柴，送给医院，还帮助烧火煮饭菜，妇女则

组织了洗衣对帮助伤病员洗衣服、被子、毯子。当

地理发师也常为伤病员理发”。［１３］１３１

３．承担伤病员的转移、掩护、疗养工作。各地
群众组织了担架队，负责运送伤病员，为前线的红

军部队解决了输送伤病员的问题。当敌人进攻，医

院撤退时，还是群众承担起了保护伤病员的工

作。［１４］３１６－３１７

４．慰劳伤病员。战争损伤、病痛折磨对于伤病
员来说，不仅需要肉体上的医治，也需要精神上的

慰藉和鼓励。根据地群众在慰劳伤病兵方面充当

了最为主要的角色。“抬送伤员时，一路上，各个村

子都组织了慰劳队，担架队一到，用哨子一吹，慰劳

队都来了，送茶给他们喝，送点心，送鸡蛋给他们

吃，给伤员喂饭，还帮助洗衣、补衣等等，那就像到

了家里一样”。［１５］３９９

５．为红军医院提供药材、食品等物资。红色根

据地时常处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药材匮乏，食

品短缺。当地一些药店帮忙四处采购，群众也是长

途跋涉上山采药，不辞辛劳地制作担架等简便的运

送病员的器材。如湘赣苏区的黄岗医院，在敌人严

密封锁食盐时，“发动群众，想方设法，收集寻找硝

盐，用水熬的办法，一点一点的把硝和盐分离

开”，［１６］１１３０不仅解决了医疗用盐，也解决了医院工

作人员的食盐困难。

根据地群众对红军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热情

支持，减轻了红军医院的人力物力负担，也是对红

军战士精神上的激励。红军三十军军医院政治部

主任董洪国的工作回忆列举了医院洗衣队的八项

工作：（１）护理伤病员细心周到，被休养员称为贴心
人；（２）是医院粮食加工的能手；（３）是一支坚强的
运输队；（４）是一支不怕艰苦的担架队；（５）做好敷
料室的消毒工作；（６）给伤病员洗衣、补衣，使他们
整洁、干净上前线；（７）协助做好炊事工作；（８）经
常给伤病员整理病房床铺。［１７］４４５－４４８洗衣队的女同

志们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付出如此大的心血和体

力，其中所包含的是她们对革命事业的极大热情和

支持，这对于伤病战士们也是一种精神感染。

　　四　群众利益的平衡

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必须以不损害群众的利益

为前提，这在当时虽然已是红军和苏区群众的共

识，但在具体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并非易事。从长远

来看，当时的革命与战争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但

群众对战争与革命的直接利益付出也是现实存在

的。因此，在进行宣传动员的同时，不能忽略群众

现实、具体的利益。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相对

有效地实现了这种利益的平衡。

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需要工农群众的人

力物力支持，但并不是单向的一味索取。红军给养

的补充，打土豪等筹款方式是重要渠道，但并不能

随意而为之。“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

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筹款标准，

主要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

益”。［４］４８５在红军早期的医疗工作中逐渐形成了良

好的军民互动模式。一方面，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为群众服务。“群众有病，可以免费到医院治疗，医

官都乐意为群众诊治。群众在夜深之时，如有疾

病，医官们也能连夜赶往抢救”。［１３］１３２另一方面，注

意保护群众的利益。伤病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不随便拿群众的一分一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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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医院在群众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地为伤病

员医治伤病，同时它也把回馈群众、始终保持与群

众的良好关系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如积极

为群众治病，“随到随看，热情相待，凡是有苏维埃

政府介绍信的贫苦群众，一律免费治疗”，［１８］４２１同

时还给儿童种牛痘，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帮助群

众生产，在农忙时节抽出干部、战士帮助当地农忙

抢收抢种；解决群众困难；在蔬菜、粮食等供应上自

己动手，尽量减轻群众负担。［１９］４３６－４３７红军医院与

群众的良好关系也逐渐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破坏

这种关系的行为或现象会受到批评。１９３２年９月，
十二军军医处的一位医生就是因为对一位患病的

马夫摆官僚架子，不管不顾，于是被以“十二军医处

的医生充满了军阀军队的陋习”的标题刊登在《红

色中华》的“突击队”栏目，受到公开的批评。［２０］著

名的红军医生傅连賞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时深刻地

描述了军医与群众的这种关系：“我们在红军内有

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

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

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

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

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

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

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

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

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

红军的照顾。”［２１］

群众对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有形支持主要是

在人力和物力两个方面。从人力上看，医生、护士

是紧缺而又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大量的后勤

保障人员如厨房、洗衣队、担架队、运输队等共同构

筑了红色医院的人力保障。从群众中吸引这些人

员相对稳定地参与到红军医疗卫生工作中来，除了

宣传动员外，还需要有实质性和制度化的鼓励措

施。如《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优待医生条例》对愿

意加入红军和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医生，在其政

治和生活待遇上，在家属的耕作、子女教育、医疗等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

一是保证医生的政治待遇。愿意在苏维埃政

府注册的医生，无论其过往的经历如何，只要他现

在没有加入反动政治派别，忠实于他所从事的医务

工作，并遵守苏维埃的法令，就能够与苏维埃的公

民享受同等的待遇。

二是满足医生的生活需求。对于来自国民党

统治区的医生，包括其带到苏区的家眷或在苏区新

成立的妻室儿女，苏维埃政府尽量维持他们的生

活；在苏区革命机关中进行医疗服务的医生，苏维

埃政府按规定每月发给适当的薪金；外地来的医

生，其居住房屋由苏维埃政府分配，并免缴租金。

三是赋予医生家属一定的经济权利。在苏区

的土地分配中，医生的家属如果愿意耕种，能够享

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四是在教育医疗方面对医生子女进行优待。

医生的子女，可以到苏维埃创办的学校接受免费教

育，可以享受苏维埃医院的完全免费医疗服务。［２２］

此外，群众对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支持和付

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自身家庭的生计问

题。因此，对于参与红军伤病兵救护的一些比较辛

苦的、付出时间较多的工种如担架员、运输员等，根

据地政权会给予一定的补贴。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７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第

２５号命令发布了《运输员担架员的指导待遇等办
法》，它将担架员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担架

员１月到３月的，一概随军工作，每天每人发草鞋
费大洋１角５分，五天发一次，并得分伙食尾子，但
其他零用费不发”；“短期，由地方发动来的短夫，就

近担运伤病兵和战利品，在２０天以下的，不发按日
的草鞋费，但酌量发给运输时间中的所需草鞋

钱”。［２３］这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兼顾革命需要

与群众利益的一种方式。

此外，一些根据地会在地方财政税负上对长期

参与救护工作的民众给予一定的减免。如１９３２年
４月８日通过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征收
法》第十条规定：“凡属红军医院驻扎地附近各村组

织救护队员，免其本人纳税（但须是固定的救护队

员）”。［２４］４９３１９３３年７月１日公布的《闽浙赣省苏维
埃政府土地税征收法》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该规

定在方志敏同志的《对于今年土地税征收法的解

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２４］４９６这也是对群众参

与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种激励措施。

从总体上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根据地

政权在推动医疗卫生工作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注意

保护根据地群众利益的，但在各地具体的执行过程

中，在动员群众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如

永新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１９３２年８月２８日发
布的通令要求群众“须要做到随时随地有红军经过

就得举行慰劳”，“对后方医院每月要有两次举行慰

劳”，并以命令式的口吻直言“谁对这个工作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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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应受到革命纪律裁判”，［５］５２这就违背了群众自

愿的原则。这种“对工农群众有用命令主义、强迫

手段”，使苏维埃政府成为“衙门”的做法，在当时

被认为是“最危险的脱离群众的办法”。［２５］１８３又如，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瑞西县苏维埃政府给各区乡的
指示信要求群众要“热烈供养伤病员，竞赛宰杀鸡

子和米諽烹饪与他吃，好似待寓生客一样”，并提出

了“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子”“每个人要有

一床棉被”“每五天洗衣一次”“每三天洗澡一次”

“经常热茶热饭招待”等具体规定，还要求各区“经

常检查”。［５］２１５这些做法有一定的摊派性质，引起群

众的反感，不利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依靠群众”

是以群众的自愿为前提，要注意动员群众的方式和

方法。如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
动群众在新历年关慰劳伤病红军》通告，充分阐述

红军伤病兵的的伟大和贡献，以及慰劳伤病兵的重

大意义，“号召”群众“自动”地以鱼、肉、蔬菜等送

与伤病兵。［２６］３１２这种方式既能达到宣传动员的效

果，也使群众易于接受。

　　五　群众在卫生运动中直接受益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

意的问题”。［２７］１３７疾病卫生问题是群众生活问题的

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发动群众支持红军

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同时，在根据地的卫生建设过

程中也使群众从中直接受益。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各根据地就已

经注意到了当地群众的卫生健康问题。如１９３１年
９月６日《中共赣东北省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
决议案》针对赣东北苏区群众的高疾病率和死亡

率，要求各级苏维埃尽快增设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委

员，切实加强卫生运动，让普通的劳苦大众能够

“自己起来注意个人的和公众的卫生，以减少疾病

和死亡”。［２８］２９７又如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３０日《万载全县
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卫生问题决议案》为改变万

载农民对于卫生“丝毫不懂”、县区各机关“亦是完

全忽视”的状况，将卫生运动确定为“迫不容缓”的

任务。［９］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苏区的防疫现

状和富田地方已有瘟疫发生的现实，１９３２年１月
１２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为保
障工农群众的健康和预防瘟疫发生起见”，［５］３５决定

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３日，《红
色中华》社论刊登了项英的《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

生运动》，明确指出瘟疫问题是关系群众健康和革

命力量的重大问题。［２９］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３日，《红色
中华》社论再次发表题为《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

文章，提出通过组织群众卫生委员会和设立义务劳

动日，形成讲求卫生的“极广泛的群众运动”，使

“每个群众都能自己管理自己”，“每个群众都能注

意到别人”。［３０］通过上述对群众的宣传和发动，防

疫卫生运动逐渐成为苏区经常进行的活动。同时，

《卫生运动纲要》也直接指明了群众的健康利益是

苏区卫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认为，国统区

医院的门不是为工农而开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盘

剥工农大众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却不把一文用

到工农身上，只是忙于进攻苏区，却没有闲工夫给

工人农民半点卫生常识”。苏维埃政权下的卫生运

动 “完 全 是 广 大 群 众 的，不 花 钱 而 能 治 病

的”。［５］７０－７１

在不断的宣传发动下，根据地的群众卫生运动

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

“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 （爱惜的意思）我

们”，［３１］３２０－３２１群众感受到了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关

怀。乡村中也出现了卫生方面的自律规约，如１９３３
年４月长冈乡塘背村的《卫生公约》围绕“坚决消灭
疾病，开展卫生运动”的主题，从环境卫生、个人卫

生、饮食起居三个方面对村民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

与引导，力图形成卫生习惯。［５］７８这些今天看似平常

的规定，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农村不能不说是
群众卫生习惯的一大变革，这是党和根据地政权推

进群众卫生运动的重大成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根据地政府在医疗卫

生工作中较好地发动群众，这是红色政权在当时极

端恶劣环境下能够解决伤病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钱信忠在回忆红二十五军的卫生工作时总结了红

军医院伤病员治愈率较高的四个原因：“一是苏区

人民非常关心伤病员，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苏区

人民常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粮食食品送给伤病员；二

是把伤病员分散住群众家里时，群众对待伤病员亲

如家人，胜过家人；三是部队经常转移，由于部队和

群众的关系密切，因此，伤病员的转移都能及时得

到群众的帮助；四是苏区发展很快，人民信任红军，

即使是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群众坚定地相信，红

军必然会取得胜利。”［３２］４５６根据地群众对医疗卫生

事业的支持，其动力一方面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所

领导的属于广大工农的革命事业的认可与追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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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来自于红色政权为民惠民的切身体验。

发动群众，“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

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３３］４６７卫生与健康问题是任

何群体都会密切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医疗卫生领域能够并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的一

个重要原因。其时，群众路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实

践过程中，将“医疗卫生需要群众”和“群众需要医

疗卫生”作为动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通过有目的

有组织的发动，不断发掘群众力量，并以制度化方

式有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真心为群众着想，切

实维护群众利益，使群众在卫生运动中直接受益，

成为撬动群众热情的真正杠杆。这也是当时其它

领域群众动员过程中努力求索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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